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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与行为差异

———基于黑龙江省 ３４１ 个玉米种植农户的调查

余志刚，张靓

（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摘 　 要：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实现，取决于农户的调整意愿和调整能力。 基于黑龙江省 ３４１ 个农户的

调查，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和适应性预期模型对农户的调整意愿和行为差异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１）价格变动、售粮难易程度等经济因素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的影响最大；（２）大多数农户有调

减玉米种植面积的意愿，但只有少部分实际进行了调整，农户完成种植结构调整所需的时间不同是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３）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表现为明显的地域一致性，这种地区间的不均衡则

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能力的不同。 因此，政策制定要着力于打破路径依赖，政府

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保持政策的透明性和相对稳定性，加快粮食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农民能力培

训体系建设，重视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行为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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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调整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是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农户是农业生产的

主体，种植结构调整需要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 三年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

件①，对农户行为进行引导，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分别下降 ３．７％和 ３．６％，调整速度好于预期。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

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各地区种植结构调整速度还不十分均衡，特别是亟需大力调减玉米种植面

积的东北地区一些县市，由于替代作物不多以及差价补贴的存在，仍以种植玉米为主，调整幅度

较小 ［１］ ；二是调整稳定性有待检验，有调研发现，由于改种作物效益不佳，部分地区的玉米种植

面积甚至出现了反弹 ［２］ 。 种植结构调整为什么会出现不均衡和反复？ 是农户调整意愿不足，还
是能力不够？ 这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

围绕农户种植结构调整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诸多研究。 经典理论认为，和资本家一样，
农民的生产决策也是出于完全理性的选择 ［３］ ，追求利润是农民维持生计、进行农业生产调整的

初衷 ［４］ 。 Ｃａｒｔｅｒ Ｃ．Ａ．等，Ｌｉ Ｇｅｎｐａｎ 等，Ｓｈｅｎｇ Ｙｕ 等分别对中国、澳大利亚等 ９０ 多个国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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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除了成本利润等经济因素之外，农民的生产调整意愿还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因素包括自身能力因素、家庭环境因素、生产习惯、宏观政策等 ［５－８］ 。
种植结构调整的效果也会反过来对农户调整行为产生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种植结构的调

整会带来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变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９］ 、促进农民增收 ［１０］ ，从而为其他农民提

供示范效应，促进种植结构调整的进一步开展。 但也有研究认为，种植结构调整中存在着粮食

生产地位被削弱、一些政府行为有悖经济规律、农民抉择行为盲目的现象 ［１１］ ，导致了种养业未

能均衡发展 ［１２］ 、耕地缩减、农业环境污染加重、经济效益低下等后果 ［１３］ ，最终引发了农户种植

结构调整的反复。
上述成果为研究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和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

和完善的空间。 首先，在影响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因素才是主导因素？
已有的文献中，关于市场和政策重要性的争执还比较多，在对影响因素的选择上更多考虑的是

非价格因素，现有研究也多采用宏观数据或者仅仅是定性分析。 其次，虽然部分地区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出现反复现象得到了解释，但是种植结构调整的地区不均衡现象却少有人关注。
本文以黑龙江省为例，选取 ３４１ 个玉米种植农户作为样本，基于 ２０１７ 年两次实际调查的结

果，发现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这种差异

进行了解释。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是分析框架和模型设定；第三部分

是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第四部分是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与行为差异及原

因探究；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分析框架与模型设定

（一）分析框架

基于微观农户视角讨论的种植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内部调整，也就是

农户在不同农作物之间进行选择，如玉米改种大豆等粮食作物或者蔬菜等经济作物等；二是外

部调整，指的是农户在种植业和林业、牧业和渔业之间的调整 ［１４］ 。 本文研究的主要是种植结构

的内部调整，确切地说，是种植结构中的玉米播种面积调减问题。
按照经济学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供给量取决于产品的价格、投入品价格以及所

有固定要素和技术水平。 研究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问题就是研究各类因素对农户各类农产品供

给行为的影响。 行为科学理论认为，推动人的行为的动力因素有三：行为者的需要、动机和目

标。 其中，需要是推动行为的动力源泉，动机是推动力量，目标是要达到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要想达到一种行为目标，至少需要两种因素：一是意愿（动力源泉） ，二是能力（推动力

量） 。
影响农户生产决策意愿的因素很多，一方面包括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等因素，具体包括农

户性别、文化程度、劳动力数量以及耕地面积等；另一方面还包括自然环境、传统习惯、生产效

益、政策、市场、社区邻里关系以及农技推广成本收益等因素 ［１５］ 。 在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时，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生产决策主要依据经济收益最大化原

则，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的最直接因素，而自然条件、政策等因素主要通过经

济因素发挥作用 ［１６－１８］ 。 因此，本文选择的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影响因素主要是直接因素，也就是

直接反映在农户及家庭特征的诸多因素，具体包括农户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生产经营

特征三类变量，而政策、自然环境等因素对农户调整意愿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因素来实现，将其

称之为间接因素，在本文中不纳入模型分析。
农户有种植结构调整的意愿，是否具有调整能力就成为农户最终能否完成实际种植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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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关键。 现实就是并非所有具有调整意愿的农户都会实际进行调整。 于是，农户种植结构调

整就出现三种行为，即有意愿有调整和有意愿无调整、无意愿无调整①。 如何科学合理地刻画农

户种植结构调整能力就成为本研究的关键。 陈飞等为研究农户能力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们将调

整能力定义为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播种面积的能力 ［１９］ 。 但实际上，农户的种植结构调整能

力并非仅仅包括农户市场适应能力，还包括对生产技术变化、生产机械变化、作物适应性变化等

的掌握和适应。 调整能力的差别主要反映在调整时间的差异上：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能力越强，
完成调整的时间就越短；反之，调整能力越弱，完成调整的时间越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同

农户的调整能力可能不尽相同，但在同一个地区，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李岳云等的研究中，
对此行为作出了解释：现实中的大部分农户都是小规模农户，而小规模农户具有明显的从众决

策行为，而同一地区农户在技术获取、信息获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农户行为表现

出明显的地域一致性 ［２０］ 。 因此，考虑到农户行为的地域一致性，本研究在对农户能力进行刻画

时，将从整体样本和不同样本地区两个方面来进行测度，以比较其差别，尝试解释农户种植结构

调整的地域不均衡。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分析，分别建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和适应性预期模型对样本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

愿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户的实际调整能力进行分析。
１．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为了研究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将农

户的种植结构调整意愿设为因变量，其为 ０－１ 虚拟变量。 影响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的因素包

括三部分，分别是受访者基本情况、农户家庭特征和家庭生产经营特征。
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能确定解释变量 Ｘ 在预测分类因变量 Ｙ 发生概率时的作用和强度。

假定 Ｘ ｋｉ是自变量，Ｐ ｋ是模型的响应概率，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Ｌｎ
Ｐ ｋ

１－Ｐ ｋ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α＋∑

ｍ

ｋ＝ １
βｋＸ ｋｉ （１）

式 （１）中，Ｐ ｋ为给定系列自变量 Ｘ１ｋ，Ｘ２ｉ，…，Ｘ ｋｉ的数值时事件的发生概率， ｉ ＝ １，２，……，ｎ，
Ｐ ｋ ＝ ｐ（ ｙ ｉ ＝ １， ｜ Ｘ１ｉ，Ｘ２ｉ，…，Ｘ ｋｉ） ，α 为截距，β 为斜率。

发生事件的概率是一个由解释变量 Ｘｋｉ构成的非线性函数，其表达式如下：

ｐ ＝
ｅｘｐ（α＋β１Ｘ ｋ１＋β２Ｘ ｋ２＋…＋βｎＸ ｋｎ）

１＋ｅｘｐ（α＋β１Ｘ ｋ１＋β２Ｘ ｋ２＋…＋βｎＸ ｋｎ）
（２）

模型的拟合效果可通过回归系数及其标准差、Ｗａｌｄ 统计量及显著性水平来决定。 为了避免

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造成模型的偏差，本文选择了变量逐步进入的方法，变量进入模型的显著性

水平设定为 ０．０５，变量剔出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０．１。 本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来完成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２． 适应性预期模型

适应性预期模型（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简称 ＡＥＭ）是 Ｎｅｒｌｏｖｅ 在 １９５８ 年提出的。 本文

假定农户会根据预期价格调整种植面积，因此，可将种植面积看成是预期价格和其他相关解释

变量的函数。 为考查农户的调整能力，参考余志刚 ［２１］ 的研究，建立适应性预期初始模型如下：
Ｇ ｔ ＝ ａ ｔ＋ｂ ｔＰ∗

ｔ ＋μ ｔ （３）
其中，Ｇ ｔ 表示预期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Ｐ∗

ｔ 表示预期的价格水平，μ ｔ 为服从 Ｎ（０，σ２
１）的随

机扰动项，ａ 和 ｂ 为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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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还有第四种状态：无意愿但有调整行为，但通过调查，这种比例太低，本研究中不作重点分析。



由于预期价格不可直观预测，因此，本文对预期价格作如下处理：
Ｐ∗

ｔ ＝ Ｐ∗
ｔ－１＋ε（Ｐ ｔ－Ｐ∗

ｔ－１） （４）
也就是说，ｔ 时期的价格与 ｔ－１ 时期价格存在如下的函数关系，Ｐ ｔ－Ｐ∗

ｔ－１为上一期预测产品价

格时的误差，ε 代表误差程度大小，如果 ε 接近 １，说明误差较大，如果 ε 接近 ０，说明误差较小，
将公式（４）带入公式（３）中，整理后，得到：

Ｇ ｔ ＝ λ０＋λ１Ｇ ｔ－１＋λ２Ｐ ｔ－２＋μ （５）

令 γ ＝ １－
ｂ ｔ（１－ε）

ｂ ｔ－１
＝ １－λ１，则 γ 为调整系数，代表农民根据市场价格、技术变化等因素调节

粮食播种面积的能力。 为确保残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对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直接根据系数

确定短期供给函数并保证服从假设，最终确定玉米播种面积调整模型：
ｌｎＧ ｔ ＝ λ０＋λ１ ｌｎＧ ｔ－１＋λ２ ｌｎＰ ｔ－１＋μ ｔ （６）

其中，Ｇ ｔ、Ｇ ｔ－１分别代表玉米的当期和滞后期的种植面积；Ｐ ｔ－１表示滞后一期的玉米价格；μ ｔ

是随机误差。
公式（５）中的参数反映了各因素对粮食播种面积的短期影响，公式（ ６）中的参数称之为各

因素对粮食播种面积的长期影响 ［２２］ ，公式（５）和公式（６）反映了长期影响以及农民调整能力的

综合效果。

三、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及影响因素

（一）数据与样本描述

黑龙江省是玉米生产大省，其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居全国第一，因此选取黑龙江省作为研

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笔者团队选取齐齐哈尔市、大庆市、绥化市，选
取克东县、让胡路区、大同区、海伦市的 ６ 个村进行了实地调查。 为了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样
本农户的选择采用了系统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选取方法，具体来说，首先从各县市按照系

统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村；然后将样本村农户按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人均耕地面

积等进行分层，抽样后将抽样样本与总体进行对比，使亚群体的差异控制在 ５％以内。 调查发放

３５０ 份问卷，实际回收问卷 ３４７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３４１ 份，占全部收回问卷的 ９８．３％。 通过整理

调查结果发现，３４１ 个样本农户中，愿意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的有 ２６９ 户，占 ７８．８９％，大多数农户

都有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的意愿。 样本的基本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１．受访者个体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３４１ 个受访者中，男性人数为 ２７０ 人，占样本总量的 ７９．１８％；女性人数为 ７１
人，仅占样本总量的 ２０．８２％。 从受访者年龄看，３１ ～ ４５ 岁的青壮年为 ７６ 人，占比 ２２．２９％；４６ ～
６０ 岁的中年农户人数最多，为 １９４ 人，占比 ５６．８９％；６１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 １８．４８％。 说明中

老年劳动力是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主力。 文化水平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８０％的农

民为初中及以下学历。
２．农户家庭特征

农户家庭特征包括两个主要指标：劳动力数量和耕地面积。 从家庭劳动力数量看，拥有 １ ～
２ 个劳动力的家庭占 ９０％以上；从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看，按照 １００ 亩的标准，属规模经营的农户

有 ６７ 户，占 ２０％左右。 按照上述指标，被调查农户大部分都是小农户。 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

比例（约 ８０．９％）的农户对政策持“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国家政策总在发生变化，不用刻意地

去适应，跟政策还不如跟别人 （大户） ” ，这与李岳云研究的小农户 “ 从众决策” 的行为相

吻合 ［１９］ 。

０４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８ 卷



表 １　 调查对象个体及家庭特征

变量 内容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２７０ ７９．１８

女 ７１ ２０．８２

年龄 ３０ 岁（含）以下 ８ ２．３５

３１ ～ ４５ 岁 ７６ ２２．２９

４６ ～ ６０ 岁 １９４ ５６．８９

６１ 岁以上 ６３ １８．４８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３８ ４０．４７

初中 １３５ ３９．５９

高中及以上 ６８ １９．９４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１ １０３ ３０．２１

２ ２０９ ６１．２９

３ ２４ ７．０３

４ ３ ０．８８

５ ２ ０．５９

２０１６ 年家庭经营

耕地面积

１００ 亩以下 ２７４ ８０．３５

１００ 亩以上 ６７ １９．６５

（二）变量选择与赋值

具体变量定义、赋值和预期影响方向见表 ２。
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设为被解释变量，农户愿意调整种植结构赋值为“１” ，不愿意则赋值

为“０” 。 选择农户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生产经营特征三类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其中，
农户自身特征，包括农户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２ 个变量，一般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调整

意愿越强；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中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所在村距乡镇距离、家庭

耕地面积 ４ 个变量，其中，所在村距乡镇距离越远，其调整意愿越低，其余 ３ 个变量都对调整意

愿预期为正向影响；生产经营特征反映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市场、技术、信息等要素对其种植结

构调整意愿的影响，包括农户种植作物成本、玉米价格变动率、２０１６ 年种植收益、获取生产信息

的渠道、是否接受过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和是否遇到过售卖难的问题 ６ 个变量，其影响方向均为

正向。
表 ２　 解释变量的基本描述

分类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 赋值及变量定义 预期影响方向

农户自身

特征

Ｘ１ 农户年龄（岁） 实际调查 负向

Ｘ２ 农户受教育程度 １ ＝小学及以下；２ ＝初中；３ ＝高中；４ ＝ 职校

中专；５ ＝大专、本科及以上
正向

家庭特征 Ｘ３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个） 实际调查 正向

Ｘ４ 家庭年收入（元） 实际调查 正向

Ｘ５ 所在村距乡镇距离（公里） 实际调查 负向

Ｘ６ 家庭耕地面积（亩） 实际调查 正向

生产经营

特征

Ｘ７ 农户种植作物成本（元） 实际调查 正向

Ｘ８ 玉米价格变动率（％） （２０１６ 年玉米价格 － ２０１５ 年玉米价格） ×

１００％ ／ ２０１５ 年玉米价格
正向

Ｘ９ ２０１６ 年种植收益（元） 实际调查 正向

Ｘ１０ 获取生产信息的渠道 １ ＝报刊书籍；２ ＝广播电视；３ ＝互联网；４ ＝

合作组织；５ ＝邻里亲朋
正向

Ｘ１１ 是否接受过农业生产技术培训 ０ ＝否；１ ＝是 正向

Ｘ１２ 是否遇到过售卖难的问题 ０ ＝否；１ ＝是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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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表 ３ 可知，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模型通过了似然比检验（ ＬＲ Ｔｅｓｔｓ） ，说明模型中至少有

一个自变量与种植结构调整意愿显著相关。 模型的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和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相对较高，这说

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模型整体预测准确率为 ７８．９％，整体预测效果不错。
表 ３　 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代码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Ｅｘｐ（ Ｂ）

Ｘ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２ ４．９７５ ０．０２６ ０．９１０

Ｘ２ ０．１０２ ０．２６５ ０．１４８ ０．７０１ １．１０７

Ｘ３ －０．３７０ ０．３８７ ０．９１５ ０．３３９ ０．６９０

Ｘ４ －０．５４０ ０．５４３ ０．９８９ ０．３２０ ０．５８３

Ｘ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 ０．９４８ ０．９９８

Ｘ６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６ １２．０８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７５

Ｘ７ －８．０６４∗∗ ３．１７３ ４．７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Ｘ８ １．４２８∗∗∗ ０．３４５ １７．１４７ ０．０００ ４．１７０

Ｘ９ １．２０８ ０．７７０ ２．４５８ ０．１１７ ３．３４６

Ｘ１０ ０．５１９∗∗∗ ０．１５６ １１．０６４ ０．００１ １．６８０

Ｘ１１ ０．２４０ １．０９１ ０．０４８ ０．８２６ １．２７１

Ｘ１２ ３．２２９∗∗∗ １．１７７ ７．５２２ ０．００６ ２５．２６４

截距项 －７．３０４ ３．３２５ ４．８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ＬＲ Ｔｅｓｔｓ χ２ ＝ １７３．７７４ Ｓｉｇ． ＝ ０．０００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７７．７７５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 ０．３９９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０．６２１

模型预测准确率 ７８．９％

　 　 注：∗、∗∗、∗∗∗表示在 １０％、５％、１％统计水平下显著。

１．农户自身特征中年龄变量对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年龄（Ｘ１）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的系数为负（ －０．０９４） ，回归系数通过了 ５％水平下的显

著性检验，说明户主年龄越小，其风险偏好越高；年龄越大，在农业生产调整中越持谨慎态度。
受教育程度（Ｘ２）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无显著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大部分受访农户都为小

学文化水平，差别并不明显。
２．农户家庭特征各变量中家庭耕地面积对种植结构调整意愿有显著影响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Ｘ３） 、家庭收入（ Ｘ４） 、所在村距乡镇距离（ Ｘ５）对农户决策无显著影

响。 家庭耕地面积（Ｘ６）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面积越

大，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越大。 其 Ｅｘｐ（Ｂ）值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耕地面积

每增加 １ 亩，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将增加为原来的 １．１７５ 倍。 据调查可知，种植大户除了在

农资购买上需要大量投资之外，主要还要负担土地流转费用，调查地区 ２０１６ 年的土地流转价格

约为每亩 ３００ ～ ４００ 元，但玉米价格走低，使种粮大户有所亏损，因此家庭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

调减玉米生产的意愿越强烈。
３．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变量中对种植结构调整意愿的影响多为显著

农业生产成本（Ｘ７）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其值为－８．０６４，说明农业生产成本越高，农民种

植结构调整意愿越低。 可能的解释是农业生产成本越高，改变种植结构时，其沉没成本也就越

大，损失自然越多。 玉米价格变动率（Ｘ８）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为正（系数为 １．４２８）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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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通过了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玉米价格变动越明显的地区，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意愿

越大。 平均来看，样本地区 ２０１６ 的玉米售卖价格较 ２０１５ 年下降了 １５％左右，下降幅度明显。
面对市场价格的下跌，农户对未来的玉米价格预期更低，为保证收入，减少亏损，农户更倾向于

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种植收益（Ｘ９）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是因为，在市场

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农户多有亏损，其收益相差不多。 获取生产信息渠道（Ｘ１０）对种植结构

调整意愿影响非常显著（ ｐ＜０．０１） ，其回归系数为正（０．５１９） ，说明农户获取生产信息渠道越多、
认可度越高，则调整意愿越强烈。 在受访者中，选择村委会的占比为 ５６．５９％，这是因为，村委会

宣传的农业政策和提供农业信息对农户而言，更具权威性和可靠性。 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

（Ｘ１１）对种植结构调整意愿无显著影响，其回归系数为正（０．０２４） ，则表明参加过技术培训的农

户更愿意进行种植结构调整。 是否遇到售卖难问题（Ｘ１２）通过了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

为正，表明若遇到售卖难问题，农户的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就大。 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６ 年农户出

现玉米售卖困难的比例高达 ９３．８４％。 其 Ｅｘｐ（Ｂ）值表示，遇到售卖难问题的农户愿意调整的概

率是未遇到售卖难问题农户的 ２５．２６ 倍。 这说明是否有畅通的销售渠道对农户生产决策具有

重大影响。

四、农民种植结构调整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及原因

（一）农民种植结构调整的意愿与行为差异

为进一步确认农民实际调整行为，调查团队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对农户种植调整行为进行电话

回访。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４） ：年初具有调整意愿的 ２６９ 个农户中，实际发生调减的只有 ６１
户，占 ２２．６８％，其余 ２０８ 户（占比 ７７．３２％）依然继续种植玉米。 调减玉米的农户中，转种大豆、
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有 ３２ 户，转种经济作物的有 １１ 户，转出土地的有 １８ 户。 而年初没有调整意

愿的 ７２ 户中，７１ 户选择继续种植玉米，有 １ 户选择了转出土地。
表 ４　 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及实际调整行为

调整意愿 农户数（户） 实际行为 农户数（户） 比例（％）

有调整意愿 ２６９ 继续种植玉米 ２０８ ７７．３２

调减玉米转种大豆、水稻等粮食作物 ３２ １１．９０

调减玉米种植经济作物（蔬菜瓜果） １１ ４．０９

土地转出 １８ ６．６９

无调整意愿 ７２ 继续种植玉米 ７１ ９８．６１

土地转出 １ １．３９

（二）基于调整能力视角分析意愿与行为差异的原因

如上所述，有调整意愿的农户中只有少部分实际调减了玉米生产，这也与本文最初引用相

关文献中提到的现象相吻合。 之所以在样本地区出现农户调整行为和意愿的不一致，原因可能

在于：一方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庆、绥化三个地区是传统的玉米产区，家庭生产规模相对较

大，农户大多购置了相应的农机设备，调整种植结构会带来较大的沉没成本；二是无论转种水

稻、大豆，还是其他经济作物，农户都需要学习新的技术、购置新的农机设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去

适应。 总之，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需要的不仅是农户的调整意愿，还需要具备调整的能力。
为考查农户的调整能力，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建立适应性预期模型研究此问题。 运用 ＯＬＳ 对

方程（６）进行估计，采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９．０ 软件进行计算，可得到玉米播种面积模型：
ＬｎＧ ｔ ＝ １ ．５３２＋０ ．５３７ ｌｎＧ ｔ－１＋０ ．４５５ ｌｎＰ ｔ－１＋μ ｔ （７）

（１．６８７）　（１．７５８）　 （１．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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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 Ｆ ＝ ３５．５８４，Ｒ２ ＝ ０．８９９，拟合效果良好。

根据计量结果，可知调整系数 γ 值可由 １－λ１ 求得，说明农民进行种植结构调整的能力为 ０．
４６，对 γ 取倒数后可得到种植结构调整时间为 ２．１６ 年。 由此可见，农民进行种植结构调整需要

一定的准备时间（包括学习新的作物生产技术、购买新的农业设备等） ，大约需要 ２．１６ 年才能调

整到最佳状态。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农户具有调整意愿而在短期内没有发生实际的调

整行为。
从玉米供给价格弹性看，样本农户玉米的短期供给弹性为 ０．５３７，同时可计算出长期供给弹

性 ｂ 为 ０．９８５。 短期供给弹性较低，说明玉米播种面积对价格变动的反应较为迟钝，即玉米价格

发生涨跌时，玉米的供给不能迅速适应这种变化；但玉米的长期供给弹性略大于短期供给弹性，
说明从长期来看，农民能够针对价格变化作出正确反应。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出各地区的玉米生产调整能力。 从表 ５ 来看，大庆的农户生产调整

能力较高，绥化次之，齐齐哈尔最低，说明在主产区内部，不同地区的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能力也

有差别。 这也从能力角度解释为什么地区间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出现了不均衡。 事实上，齐齐哈

尔市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处于亟需进行种植结构调整的“镰刀弯”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由于经济

发展落后、气候制约等各种原因，农民调整能力更差。
表 ５　 黑龙江主要玉米产区的玉米生产调整能力

样本地区 调整系数（ γ） 实际调整时间（ １ ／ γ）

大庆 ０．９４ １．０６

齐齐哈尔 ０．４０ ２．５２

绥化 ０．７４ １．３５

总体 ０．４６ ２．１６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黑龙江省为例，从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调整意愿与实际调整行为差

异两个方面，对种植结构调整问题进行了研究。 主要结论有：一是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受农

户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等影响，其中，价格变动、售粮难易程度等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最大；二
是大部分被调查农户具有种植结构调整意愿，但只有少部分实际进行了种植结构调整，其原因

在于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能力不同，这种能力主要通过调整时间反映出来，在此期间一旦出现政

策、市场等外部条件的变化，结构调整就有可能出现反复；三是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表现为明显的

地域一致性，从不同地区来看，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能力不尽相同，造成了地区间结构调整的不

均衡。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１）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种植结构调整意愿的主要因

素，而农业政策则主要是通过对于市场价格和售粮难易程度等因素来影响农户行为。 因此，政
策的制定要着力于打破路径依赖，对农户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最终实现政策的既定目标。
（２）政策制定要充分考虑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同时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缩短政策传达时

间；此外，还要注意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给农民充分的预期。 （３）农民能力是决定农民最终

是否能够完成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要重视农民技能培训，培育职业农民，既重

视引入“新鲜血液” ，即年轻的、有知识的或者学习能力强的青年农民，也需要对传统农民进行

培训和提升。 （４）重视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对农户行为的引领作用，注重培育其

对政策和市场信息的掌握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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